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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流民

与今日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钟水映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规模流动人口的产生, 在给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的同时, 也在诸多方面带来了

令人忧虑的负面效应: 如交通运输压力加大, 城镇社会治安与

就业问题加剧等。一些学者也引经据典, 以中国历史上屡屡给

各王朝带来重大社会冲击的“流民”问题为鉴, 提出对今日流

动人口问题的看法与因应之道。学者们给流民所下定义各异,

如陆德阳先生称流民是背井离乡, 避难求生 (生存、新生) 的

流动者。①曹文柱先生则指流民是“因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和生

活, 一度或永久脱离原居地, 而被迫流徒的人口”。②池子华先生

则认为, 虽然大多时候流民是指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

但还应包括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 四出求乞的

农民, 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引力而盲目流

入都市谋生的农民, 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③王山

先生认为流民即失去土地或不安于土地的农民。④这些学者有

一个共同的交集, 即他们都认为流民基本上都是脱离土地而流

动的农民。

回顾中国历史, 大凡流民四起之时, 也就是社会动荡、生

灵涂炭之日, 社会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破坏之时。如陆德阳先生

认为历史上造成王朝兴衰与更替的农民起义与流民即有很大

关系。他说:“流民和农民起义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 农民

起义的前奏总是流民潮大规模地爆发, 持续不断, 没有流民, 也

就不会有农民起义, 流民是农民起主的主力军。”⑤王山先生认

为“历代王朝无一例外都毁于流民之手, ⋯⋯愚昧、盲目、破

坏力极强的农民大军一旦被组织起来与政权对抗, 这个政权事

实上就已经跨台了。⑥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深刻而有独到

见解的何新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 (包括蒋介

石政权) , 从根本上说, 都是亡在被政治家或宗教家组织起来的

这一巨大破坏力量 (破产流亡农民) 手中。”农村过剩人口可能

“转化为一支巨大的、严重的破坏力量”, 这是一座可能从基层

爆发的“火山”。⑦也许正因为如此, 习惯上人们总是把流民与动

乱联系在一起, 并以此思维取向来看待今日的流动人口 (主体

为流动农民)。海外一些媒体把流动人口视之为影响中国大局

稳定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数, 称之为具有爆炸性的问题。

王山先生还指出,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之道, 不在于解放农民, 而

在于禁锢农民。应通过现代保甲制度来约束农民。责任制以来

的改革, 放任农民流动, 可能造成失控, 形成一座活火山。⑧

察古知今, 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流民, 探究其形成原因, 品

评历代因应之道, 无疑对我们认识今日的流动人口, 解决人口

流动问题大有裨益。

一、历代王朝的流民及其产生原因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 记载了中国历代王朝发生的大规模

的流民的史实。这里仅就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历代最主要的流民

潮略举其例, ⑨在此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兵荒马乱, 天灾人祸而

形成的流民潮, 既不难想象, 也有诸多史籍可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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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中国至灭亡, 只有短暂的 15年时间, 但此期间造成

的全国性人口流动的规模之大, 距离之远, 次数之频繁不仅为

前朝所未见, 也较后来历朝突出, 故葛剑雄先生称秦朝是一个

大移民时代。一方面, 秦朝处于不断征战与扩张之中, 经常无

休止地征发“闾左之戌”,“力役三十倍于古”, 又通过“谪”或

“谪戌”方式, 开拓疆土, 强迫人口流动, 仅河套地区就达 30万

之众; 另一方面, 秦皇为显示其文治武功, 大兴土木, 工程浩

大的长城不用说要耗费多少人力, 仅秦始皇“徒天下富豪于咸

阳十二万户”。就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大城

市。至于他筑驰道, 建宫殿, 兴陵墓, 可以说是把全国民众处

于无休止的征用与重赋之下, 于是“民愁之聊, 亡逃山林, 转

为盗赋, 赭衣半道, 断狱岁以千万数。”

两汉期间, 战乱频繁。汉初的一些大城名都, 沈亡人数况

占总人数的十之七八。汉武帝时武功显赫,“然多杀士众, 竭民

财力, 奢泰亡度, 天下虚耗, 百姓流离, 物故者过半。”仅元封

四年 (公元前 107年) , 就发生了关东 200万人口沦为流民的恶

性事件。西汉末年, 流民有增无减, 导致群盗并起, 农民武装

直接冲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及至东汉末年的流民聚成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 彻底瓦解了汉王朝, 导致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

在农民起义与诸侯乱战期间, “海内鼎沸, 百姓流离”。流民触

发了起义和动荡, 而战乱又进一步加剧了流民的产生。如原先

一向繁华的关中, 经过黄巾起义与诸侯乱战, 居民死亡流亡殆

尽, 已复无人迹。

南北朝时期仍旧战祸频繁, 朝代更迭不已, 流民现象从未

绝迹。两晋时期, 各地流民动辄以万户甚至十几万户计。见于

记载的两晋之际的流民近 30万户, 150万口, 约占全国总户数

的 1ö8, 占人口流出地总户数的 1ö2左右。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

上流民潮最突出的三大洪波之一。

隋唐时期, 既有炀帝征战高丽和辽的兵役, 又有开凿大运

河的巨大工程, 穷于征发, 百姓纷纷背井离乡。仅楚州一地, 大

业年间, 流民就达数十万口。而著名的安史之乱, 则造成关中

地区, “闾井萧然, 百不存一”。战后北方大部分州郡户数只及

战前的 1ö5以下,少数州郡甚至在 1ö20以下。这些损失的人口,

非死即逃, 纷纷避往南方。如当时苏州地区人口比乱前增加

41% , 杭州的户数也增加 10% , 而苏南浙北地区的北方流民大

致占到总户数的 1ö3左右, 形成中国历史上突出的流民潮的第

二波峰。

宋代经历着与辽、西夏、金、蒙古的连年对抗与征战, 尤

其是靖康之乱及之后的南宋北伐与金人南征, 宋与蒙古合力灭

金, 随后蒙古人 (元朝) 又大举南下灭宋。不停的战乱, 北方

居民大量南迁, 形成中国历史上流民潮的第三个波峰。据吴松

第先生推算, 宋元之间北方南迁人口总数可能达 500 万人之

多。

元代王公大人大肆兼并土地, 江南富户亦侵占民田, 加之

自然灾害侵袭, 流民从未绝迹。据统计, 在元代, 流民人数常

高达全国人口总数的 1ö3以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可以说是靠流民之力坐上皇帝宝座。

虽然他实行移民垦荒、招归流民, 免除徭役或赋税等措施以稳

定社会, 发展经济, 但封建土地制度固有的土地兼并恶性循环

及惨烈的自然祸害, 无时无刻不造就大量流民。至明末, 河北、

山东等地, 百姓流亡者十之六七。当时全国在籍人口 6 000万,

至少 600万为流民。万历以后流民不断肇事, 最终引发了李自

成、张献忠等直接促成明朝统治瓦解的大规模流民起义。

清朝初年, 满族贵族大肆圈地造成了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

流亡。经历了人口迅速增长的乾隆年间以后, 每一次大的自然

灾害和战乱 (如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入侵) 所造成的灾民

与流民在数量上更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至近代民国时期, 全

国性流民潮因灾害和战乱从未绝迹。如 1931年的长江水灾, 灾

区人口的 40%流离失所; 仅 1938年黄河水灾, 殃及 44县市, 死

亡 89万人, 另有 391万人流离失所; 抗日战争期间, 国统区难

民近 5 000万之众, 占全国人口总数 10%以上。

总之,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事件及自然灾害往往造成规

模巨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流民又往往积聚成祸, 造成社会生产

力的巨大破坏, 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倒退。概括起来, 形

成大规模流民浪潮的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战乱。帝王将相们开拓疆土以及各诸侯、军阀间争夺

往往造成大规模的战争。一方面人们为躲避兵役而逃, 另一方

面, 由于战争破坏了起码的安定生产生活环境而不得不逃。更

不用说, 一无所有的流民极易聚众起义, 造成更大范围和规模

的流民潮。

二是自然灾害。在生产力低下, 人地关系紧张的情形下, 旱

灾、洪灾、虫灾、瘟疫、地震可以使得大面积农地颗粒无收, 不

要说应付繁重苛捐杂税, 农民基本生存也难以维持, 只得流亡。

三是赋税徭役及高利贷压力沉重。农民不仅赋税沉重, 而

且劳役频繁。为逃避赋税和劳役而逃亡是农民在走投无路之际

的唯一选择。更有民间高利贷, 一旦沾上, 有于毒蛇缠身,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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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逼迫农民家破人亡的一只强有力黑手。

四是土地兼并不断。中国各朝代人丁不一, 战祸天灾造成

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一俟社会稍定, 人丁迅速恢复增长, 虽

然国土广袤, 可供垦殖土地仍存, 但在生产技术手段落后, 基

本上是靠天吃饭的情形下, 人口多倾向于便宜耕种的肥沃农

区, 人口分布十分不均, 加之各代土地兼并现象连绵不绝, 被

夺占或不得已出卖土地的农民随时随地可能被卷进流民大军

之中。

流民起起伏伏, 导致了历代王朝的兴起和衰亡, 在历史上

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轮回。其实, 历代王朝统治者并不乏“明

君”, 他们也懂得“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 可为什么对

流民这一事关帝王基业稳定的大事总未能解决呢? 为什么在经

过若干时间的酝酿后, 流民又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呢? 我们

可以举出许多理由:

其一, 总的来看, 历史上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本, 生产力

相对十分低下, 一遇天灾人祸, 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如

果官方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灾防灾活动, 大批流民产生不可避

免。从中国历史统计资料来看, 地域辽阔的中国, 每年若干地

区发生不同程度的灾变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形下, 一定数

量的流民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常态。如果天灾持续若干年份, 加

上吏治不良, 常态的流民就会规模扩大, 酿成社会事变。

其二, 历代中国农民以较为落后的生产技术依附于数量有

限的土地之上, 以皇族、地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不仅施之以繁

重赋税, 而且对土地兼并和买卖并无控制。失去土地的农民极

易转化为流民。可以说, 土地制度是贯穿历代流民问题的一个

中心主题。

在笔者看来, 上述解释是成立的。但同时忽视了一个重要

方面, 那就是历代中国人口曾经连年战乱, 但总的趋势是不断

增长, 而耕地面积则增长有限, 或说, 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赶

不上人口增长。人地比率在不断增高。

　　表 1　 中国历史上人地比率变化

人地比率 年份 人地比率 年份 人地比率

2 9115 1393 5169 1873 3146

105 10109 1592 4116 1893 3123

146 10170 1680 5170 1913 3117

961 7196 1776① 4170 1933 2194

1109 5150 1812 2184 1949 1170

　　资料来源: 朱国宏:《人地关系论》, 98页,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注: ①原文为 1176年, 似应为 1776年。

另一方面, 长期以来重本抑末的政策及社会观念使得工商

业极不发达。社会劳动力从事工商业者较少, 比重极低。这就

决定了数量庞大的人口只能在数量有限、人均量日减的土地上

打转转, 而不能有效地转移出来, 减轻流民产生的压力, 从而

造成了一轮又一轮流民产生与为祸的恶性循环。这种愈来愈强

的人口压力, 使得农民不得不在边际劳动效率递减的情形下而

不断加进投入 (主要是人力) , 以图提高土地出产率和总量的情

形, 被人们称之为农业的过密化或内扌卷化 (invo lu t ion)。必须

指出, 农业过密化现象的存在和加剧是社会环境突变 (如战争、

自然灾害) 情形下大量流民产生的基本原因。农业内扌卷化的原

因在于土地资源的匮乏、工商业欠发达造成对农业劳动力吸引

力的不足及传统的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家庭伦理 (即以农为本,

以土地为根, 故土难离的观念)。在这种社会生产格局下, 主导

农民流民行为的基本上是一种生存伦理, 而谈不上发展的动

机。

二、当代流动人口与历代流民的比较分析

对比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 我们发现, 前所未有的农

民处于流动之中, 他们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 但不可否

认也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从消极面来看,

导致大规模流民产生的若干社会经济条件仍然存在, 一旦以农

民为主要成份的流动人口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 我们比历

史上各王朝在若干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是因为:

(1) 中国人口, 包括农村人口膨胀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而

土地开发和利用潜力有限。历代统治者总以各种方式让流民重

新归田, 或重新分配土地, 或引导开发新地, 使潮水般动荡的

流民逐渐归附在土地上。但在今日的中国, 依旧靠有限的、仍

处于不断减少的土地来固民于土几乎不太可能, 更不用说, 整

体而言, 中国农民仍处于靠天吃饭, 温饱虽可维持, 小康却难

以达到的窘境。

( 2) 即使我们有数量足够的土地让流动人口重新回归土

地, 但这也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现实社会中, 城乡差别,

非农业和农业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其中的利益势差让许多农

民义无反顾地加入流动之中。如果说, 在计划经济年代, 农民

被城里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羡慕得眼发红而做梦成为有城里户

口的人, 那么在今天, 他们则被活生生的城镇非农业利益所诱

导, 不惜黑着身份, 流动在城镇, 享受着城镇经济利益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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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 这种利益驱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也是靠历代王朝屡屡

使用的驱民归田的办法所不能改变的。

(3) 虽然我们可以避免过去造成流民大规模产生的战争因

素, 但天灾人祸因素却依旧存在, 并有愈演愈烈趋势。以天灾

为例, 长期的过度的开发与土地利用, 使得洪灾、水灾、水土

流失、生态破坏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且规模扩大, 受影响人

口增多。对基本上仍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民来说, 自然灾害往

往剥夺了其生存基础, 成为外出流动谋生的重要动因之一。另

一方面, 农民赋税有增无减。在广大内地农村, 非农业经济不

发达地区的农民囿于几块薄地, 在农产品市场交易条件日益恶

化的条件下, 甚至发生了靠种地不足以谋生及完成赋税的情

况。这与古代流民“逃摊”的情形极为类似。时有所闻的因农

民负担问题而引发的恶性事件不能不说是今日农村社会稳定

的重要隐患之一。

(4) 与历史上的流民相比, 今天的流动人口所具有消极面

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也可能大得多。历史上中国毕竟是一个靠手

工劳动的农业社会, 流民动荡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在动乱结束后

可望较短时间恢复。而当今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达, 社会财富

积累有相当程度, 社会结构复杂, 任何全局性动荡将造成不可

弥补的历史创伤, 要付出全所未有的代价, 从而可能大大延误

历史发展进程。这也是我们面对的新时期“流民”所必须意识

到的重要一点。

然而, 我们在面临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巨

大压力的同时, 我们也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优越条件来化解、

甚至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数千年来困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难题。

首先, 必须承认, 目前的中国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呈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性。尽管在农村, 基层

组织能力在 80年代以来有所削弱, 但仍较历代王朝强有力得

多。而且, 长期生产经营的积累和科学技术进步使得目前中国

农村抵御大面积毁灭性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传统意

义上的因天灾、战祸等产生的流民在今天已难以大规模出现。

以 1998年全国性范围内的大洪灾为例, 受灾人口达数亿, 受灾

范围之广、灾民人数之多、受害程度之深重, 均属历史罕见, 但

并未出现大范围、大规模“流民”, 而是在各地组织和政府帮助

下抗灾重建, 恢复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 今日的流动人口, 与

历代之流民, 在产生本质上有极大不同, 后者为非自愿性的被

迫流动, 而前者总体上则是追求发展和提高型的积极流动。

其次, 当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历代流民产生机理中一个极为

重要的差别就是, 历代王朝土地私有, 自耕农所拥有的小块土

地在天灾人祸逼迫下极易丧失, 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在各

王朝中周而复始地存在着, 这就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无根之流

民。而建国后, 先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共同经营、人民公社准

军事化管理、城乡户籍制度等严格手段将农民流动的大门关

死。改革开放后, 又通过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特征的土地承包

制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并把这一土地分配形式延长至一个

相当长时期。虽然在若干地区, 农民负担沉重, 但总体而言, 承

包的土地维持农民家庭的温饱并无大碍。这就使得当代的流动

农民进 (流动进城) 是为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追求更多经济

利益, 退 (留守土地) 则可保家庭温饱无虞。其流动也呈季节

性的特点, 较具有弹性, 而不是象历史上流民那样, 不流动意

味着死亡。

再次, 也是笔者认为意义最为重大的、困拢数千年流民问

题可望由此解决的关键, 就是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

历史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 逐渐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

社会劳动者中从事非农业产业的比重在持续上升。相应地, 城

镇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也在不停攀升。整个国家摆脱了农

业立国的状况。历史上的流民无论怎样流动, 最终仍摆脱不了

重归于田的命运。而今日, 农民不断地在改变其身份, 成为产

业工人, 或为服务业从业者, 成为城镇市民, 不断减轻农村产

生流民的压力。这是与历代王朝相比一个根本性, 也是革命性

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有可能使我们走出农业过密化

的恶性循环, 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流动的自然基础, 由此决定了

因应今日流动人口之道与历代王朝抚民归田措施的根本不同。

新中国建国后 30 年里实施的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政

策, 虽短期内暂时地避免了大量流民的产生, 但只能说是用高

压治标, 仍未能跳出历史的循环圈。解放以后, 新中国政权通

过全面的土地改革, 在农村实行了全面的“耕者有其田”的土

地政策。从历史上来看, 40年代末及 50年代初的土改应该算是

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均田制”了。这一政策的短期效应是

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让大批在战乱中流动及失去土地的农

民重新归附土地, 从而出现了人心归田, 流民归田的局面。然

而, 仅此为止, 并没有从真正上跳了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土地

改革 (改良) ——流民归田——土地兼并——流民逸出——大

规模流民产生——社会动荡——又一轮土地改革 (改良) 的旧

有循环圈。由于人地关系原因、农村生产力低下及抵御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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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能力脆弱的原因以及城镇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求拉动, 在

“一五”时期, 就有较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 至疯狂的“大跃

进”时, 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达到高潮。尽管早在“一五”时

期, 政府就多次呼吁“要制止农民盲目外流”, 但这个问题并未

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直至 50年代末, 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人们

才不得不大规模遣返农民, 并通过史无前例的农业户口和非农

业户口划分及严格的户口管理以控制人口流动的形式来控制

农民向城镇的流动, 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准军事化的组织管理方

式控制农民在农村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这种割裂城乡、划地

为牢的流民控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基本上杜绝了历史上反复

出现且为祸甚烈的流民问题, 但治标不治本。甚至可以说, 它

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制度人为地把流民控制起来, 非但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民产生的矛盾, 反而加剧了矛盾的尖锐性,

仍旧重复了以农业过密化来解决过多农业人口的老路, 这使得

建国 30年后, 农民仍然温饱难得, 既缺乏基本生存条件, 又被

剥夺了流动的自由, 长此以往, 终将爆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史

无前例的流民浪潮将是这种体制最合乎逻辑的结果。

三、几点启示

比较历代流民与当代流动人口产生的动因及其因应之道,

我们至少从中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11农民问题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最重要问题, 至今仍是首要

问题之一。迄今为止, 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部分, 这一

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的安定是社会

稳定的最根本性保障, 稳定了农民, 就稳定了大局。实事求是

地讲, 目前“三农”问题远没有象改革开放初期至 80年代中期

那样被人们予以特别关注, 近年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滞后

于城镇, 这决非吉兆。

21当代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及科技进步, 基本上避

免了历代王朝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大规模的恶性的农民外流

浪潮, 但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 农民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与

其它阶层之间的强烈反差则是历史上所仅见的。这即是说, 我

们或许可以避免历史上因战祸、天灾、土地兼并等因素造成农

民为生存而流亡的局面, 但我们却面临农民为在维持温饱基础

上追求发展和享受, 向现存社会分层格局挑战而流动并引发不

稳定因素的风险。只要我们认认真真深入农村作一番调查研

究, 感受一下近些年来农村 (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农村) 在日益

恶化的市场交易条件下陷入的困境, 我们就会明白, 这种风险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如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实在是一个迫切

的重大问题。

31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其它社会阶层之

间存在的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与地位差异, 既是当代社会与历

代王朝在大规模流动人口产生时社会经济背景存在的最大的

差异之处, 也是我们解决历代王朝未能突破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的唯一突破口和优势所在。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唯一的出路

是突破农业过密化的循环圈, 以工业化、城镇化为突破口来

“消灭”农民, 来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大规模流民的自然基础。这

种思路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历

史轨迹也是相吻合的。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空前

绝后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领域、农民转向市民这一结构变

化, 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在农村, 要进行农地制度创新,

既有利于在非农领域已取得立足之地的农民顺利流出, 又不损

害农业生产力, 既逐渐向规模经营靠拢, 又不强行推行土地兼

并迫使无地农民外流。同时, 还要进行乡镇企业制度创新, 既

从企业组织上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又从发展战略及模式上适

应城镇化发展需要, 把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起

来; 在城镇, 则要从劳动制度、户籍制度入手, 彻底打破计划

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拒农民于现代化社会之外的旧有格局, 让农

民有通畅的渠道融入现代社会各阶层。只有这样, 我们或许才

能永久性地解决历代王朝无力解决的流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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